
第２０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０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１．０２３

于右任新闻思想浅议 

阳海洪，严远丹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报人，他的新闻思想具体包括：报纸兼具革命喉舌与民众喉舌的双重功能观，首重社评的言
论观，德才兼备的新闻人才观。在新闻业务方面，于右任认为报纸要重视记者队伍的建设、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

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要有丰富多样的专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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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从１９０７年
至１９１１年，他先后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
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份报纸。期间或

坐牢，或流亡，或遭灾祸，但仍素志不改，愈挫愈奋，

不遗余力鼓吹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

与反帝反封建报纸的先驱。在办报实践中，于右任

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于氏的新闻思想，既深受

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又有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烙

痕，但于作为革命党人，办报是为了革命需要，革命

需要传媒来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动员广大

群众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因

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功利性。

　　一　“双重喉舌”的媒介功能观

作为革命党人，于右任对传媒的思考带有相当

功利性，传媒功能成为他关注传媒、思考传媒的出

发点。

（一）报纸是革命的喉舌

于右任在办报过程中，屡遭磨难，但他办报素

志不改，原因在于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看到了舆

论鼓吹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今日救国之责

任，报馆分十之六”，［１］２３８革命党人应该积极办报，

将报纸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以为革命派的言论机

关，为革命服务。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于右任

指出，报纸具有巨大的传播功能，能传播政治家的

滔滔雄辩，阐述革命志士的救国理论，凝聚国魂，焕

发群众的集体意识，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为社会

秩序树立价值典范。与一个人仰天独叹，忧心不已

相比，“厥用益宏。”［１］１３－１４革命者可以利用大众媒

介，传播革命声音，唤醒民众投身革命运动，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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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改革。同时，革命党还能利用传媒，揭露清政府

的专制黑暗。清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剥夺

民众权利，是“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

府”，在这样的黑暗统治下，民众难有活路，只有起

来革命，推翻反动的满清政府。“革命党者，万恶政

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

而不得。何也？制造革命党也。”［１］２１４革命党是腐

败政府制造出来的，是官逼民反的结果，革命是民

族救国的惟一之途。正因为于右任对报纸的革命

喉舌功能有着清晰的体认，在办报实践中充分践行

了自己的主张，极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

西方的政治学说，报道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树立革

命必胜，清廷必败的信心，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发挥

重要的舆论功能。辛亥功成之后，孙中山曾给予高

度评价：“武昌起义，不数月而各省络绎响应，清祚

以亡。则两报（《神州日报》和《民立报》———引者

注）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２］

（二）报纸是民众的喉舌

同盟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所领导的辛亥

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

统治的政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正如马克思

所指出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

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

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

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

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革命阶级“就

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

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

阶级。”［３］因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喉舌的于右任，

同时也提出了报纸必须成为民众的喉舌，“代表民

意”“宣达民情”“鼓舞民气”，以为资产阶级所领导

的革命准备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将“革命的喉舌”

和“民众喉舌”有机结合起来，认为报纸具有“为革

命作舆论的先导，为人民的喉舌”这种双重的喉舌

作用，［４］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封建的资产阶

级民权思想。

于右任从他的资产阶级民权观念出发，认为报

纸应当代表民意，做人民的代言人。他在阐述自己

创办《民呼日报》宗旨的启事中指出，“以为民请命

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１］１８报纸当以“民

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以民众的需要、

喜好、憎恶作为取材标准，反映民众意见，表达民众

呼声，“痛陈民生疾苦”，维护民众的利益诉求，“使

吾民之义声、爱声相接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

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

实业日昌……”［１］３６这样才能赢得百姓的支持。于

右任从小生活在农村，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深刻了

解，对清吏腐败十分痛恨，因而反映民间疾苦和宣

达民情成了他办报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于右任认为，舆论是民

主政治的运作基础。报纸作为民众喉舌，其重要职

能就在于能监督政府。通过中西对比，于右任指

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专制统治造成“上下之情

睽”“呼泣之声阻”，缺少渠道沟通上下，发抒民众

的意见，因而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而在西方走向繁

荣富强的过程中，赖“报纸之力”甚大，因为报纸的

新闻报道记载详实，能将政府之真实情况公之于天

下，使政府官员无所遁形。同时，报纸还是一个公

共空间，“褒贬众著，［１］３０民众可以通过报纸表达自

己的意见，以监督政府的运行。因此，监督政府是

传媒的重要功能。《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报纸

“以其性质监督人，而非为人所监督”。为防止“民

上者”为所欲为，必须进行舆论监督，“以巩人民之

藩篱，使官吏无所施其伎俩”。［５］缺少民众监督的

“民上者”往往罔顾民众利益，贪图一己之私，侵害

民众利益。“可知有鬼混之政府，则产魔鬼之御史，

不幸遇见捉鬼之乡亲，又遇见打鬼之新闻记

者。”［１］８９民众必须充分利用传媒“打鬼”“捉鬼”，使

政府尊重民意，切实维护民众利益，真正成为民众

的“喉舌”。

　　二　“首重社评”的报刊言论观

于右任极为重视言论在报刊中的地位，认为报

纸应“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不敢以讹言乱国

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１］３６

他在陈述自己的办报经验时说，自己以一穷书生历

办各报，所以有幸而成者，实赖同志之帮助，而报纸

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尤为各报社评见重于世之原

因”。这是诚心之论，于右任本人即以社评见长，而

在他的编辑部里，更是集一时人才之盛，组成了强

大的笔阵，这是于右任所办各报成功的重要原因。

１．独立性。追求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以来的
重要历史使命。在于右任看来，独立言论与独立民

族密切相关。有独立之言论，才有独立之人格，有

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民族。故欲求民族之独

立，当求独立之言论；欲求独立之言论，当求独立之

民族。“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始能

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

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

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

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１］３６在于右任看

来，媒介是民众最好的老师，独立的言论方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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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精神，所以媒体在品藻人

物，指摘时事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坚持客观公正原

则。“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社会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这是媒体的责任。“故社会中有真是非，而后

能产出真人物。”［１］７２如此方能组成独立之民族，建

立独立之国家。因此，报纸之言论，要阐发圣哲先

贤自由自立思想，以培养国民的自立精神；要褒扬

历史上民族英雄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之事

迹，以培植国民独立之思想。在这里，于右任一方

面希望革命党人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唤起民众，建

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资产

阶级革命早日成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

保障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真正自由地代表本

阶级说话。［６］

２．公正性。针对当时报纸明哲保身而不敢揭
露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失去了客观公正精神的现

状，于右任非常痛恨。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他

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新闻界 “传播谣言”“铺张琐闻”

“党同伐异”和“私而忘公”的种种流弊，对“做达官

之机关”与“为他人之奴隶”的报纸表现出了极大

的不满，认为办报者立言建议，当以公众利益为根

本出发点以伸张正义，不能带有媒体之偏见，亦不

能利用媒体为自己谋私利，“舆论所是者则是之，舆

论所非者则非之，”［１］２０曾有读者来函指责《民立

报》立言太刻，于右任回函道：“我贡直言于国民，国

民谅我无他，则他不计也。我贡直言于同胞，则外

人之对我如何，我更不计也。”［１］９４正是抱着这种

“只认公理”的言论态度，“宁为牢中之囚犯，不作

诬善隐恶之记者”，［１］３０于右任所创办的报纸才赢得

了读者的喜爱与尊重。

３．建设性。辛亥革命之前，于右任昌言革命，
持论激烈。辛亥革命后，言论偏向平和，结果遭到

党内偏激派的批评，指责《民立报》不骂袁世凯是改

变了办报宗旨。对此批评，于右任指出：革命前和

革命后的言论方针是不一样的，革命前骂满是一种

策略，革命后当以建设性态度从事言论工作。针对

民国之后互相攻讦的政坛乱局，于右任极为不满，

认为这是对国家、民族极为不负责的态度。于右任

认为，在报纸上展开辩论是应该的，但这种辩论必

须效法英国的《泰晤士报》，持建设性态度，“不作

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１］２３７由激进之论转向

建设之言：“是以本报对目下政局之态度，当纠正

处，则纠正；当策励处，则策励。昔日未破坏时，先

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先以建设自

任。”［１］２３７媒体要做政府之诤友，立言时应为国家利

益着想，为政府利益着想，不能以偏激之论沽名钓

誉，影响政府行政，损害政府权威。

　　三　“德才兼重”的新闻人才观

在于右任看来，“新闻记者之荒废职务，误国误

民，其最更甚于劣等官吏。”［１］８５故新闻人才的选拔

与任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新闻人才的标准是

什么呢？对此，于右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曾在

《民呼日报》上刊载了自己办报的十要素：“一曰

志。志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二曰仁。忧人忧

己，苟利人则为之”；“三曰义。急人之急，善善而恶

恶，如江河之决，不可终日”；“四曰智。社会有不善

未尝不知，自元恶大憝，细奸私匿，视之如烛照而数

计也”；“五曰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白刃可蹈，

而口不可关”；“六曰公。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直切

言其得失，无所偏袒”；“七曰洁。誉之者非其有恩

于我，毁之者非其有怒于我，嚼然尽力于社会，而不

希丝忽之报”；“八曰忠信。其志所在，始终如一，忠

于社会，忠于国家，永不背叛”；“九曰讽喻。有直言

者，有委屈以言之者，故惟选诗歌小说之文，多其方

以诱导社会”；“十曰财力。必有充分之金钱，足以

供调查社会种种之事实，及预备讨论、文学之材

料”。［７］在这里，十要素既体现了于右任对自己在新

闻业上的要求，又从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他在新闻

人才观方面的思想，他主要是从“德”与“才”两个

方面对新闻人才提出要求的。

１．品格优先。十要素中，“志”、“仁”、“义”、
“勇”、“公”、“洁”、“忠信”等诸要素，主要是对新

闻记者的道德要求。记者要有同菩萨心肠与仁义

情怀，手中之笔要忠于国家和人民，持论公心，不以

报纸做交易，谋私利，要品行高洁。简言之，“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

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１］３８记者只

有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切实树立为国为民的

办报志向，方能符合职业要求。在于右任的新闻生

涯中，虽屡次抨击权要，讥讽时政，但因持论公正，

赢得了读者信赖与支持。在他的报人生涯中，他经

历了坐牢、通缉，甚至遭到像孔子一样“在陈绝粮”

的处境，好友在爱莫能助下为他当街抢饼。在这样

危险的处境下，他依然坚持素志，而在此之前，即他

退出《神州日报》后，上海道台蔡乃煌试图用重金收

买笼络他，如果当时他接受笼络，成为“食下客”，或

许就能免遭这样的困境，但是他毅然选择了拒绝，

以他的身体力行很好地诠释了一名记者所应当有

的道德操守。

２．亦重才学。在十要素中，“曰智”，即记者要
通晓天下之事，做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做照亮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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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的明烛。记者立言记事，要有文学技巧，要注意

时间场合。这是从才学方面对记者进行要求。于

右任在阐述自己的办报经过时说，“担任写社评的

必须是第一流的作家”，因为“没有丰富的知识，不

但写不出好的社评，也不会做出伟大事业来。因

此，希望大家在这点上，尽量的做工夫，我们要有丰

富的外国知识，但我们更需要丰富的中国知识，这

是我多年的经验，也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至理。”［１］２６２

报纸是时代进步的晴雨表，记者只有加强自己的学

习，方能与时俱进。“报馆立言，当有时代，此中作

用全在新闻记者之识力、学力。”［１］２４１这说明于右任

非常重视记者的才学修养，作为一名出色的记者，

既要有文字功底，也应当是某一领域的专才或

专家。

　　四　于右任的新闻业务思想

考察于右任的办报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在新

闻业务上，于右任也多改进之处，提出了一些重要

观点。

１．重视记者队伍建设。在于右任的编辑部
中，人才荟萃，宋教仁、陈其美、徐血儿、吕志伊、张

季鸾、叶楚伧、马君武、章士钊等，均系同盟会和南

社的中坚人物，这与他善于网罗人才、重视人才息

息相关。同时，他认为在记者队伍的建设中，应当

注意其人才结构的完整性，认为记者当中要有“长

于小学，熟谙国史”的人，要有“精研名理，兼通佛

乘”的人，要有“沉博绝丽的骈文学家”，要有“精研

舆地，熟于国际形胜”的人。于右任指出，他办报的

时候，“海内作家，声应气求，翩然来会”，“人材亦

一时称盛，各有专长”，故报纸之成功，“实由同志帮

助之功。”［１］２６０

２．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道。于右任在
《民立报》发刊时指出，《民立报》“重以世界之智

识，世界之实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

世界之眼光，”［１］３６非常重视外电翻译与国际新闻报

道，“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电译

文，登载独多”。［８］创办《民立报》时，尽管当时电报

费用不菲，他却不惜重金。“有一次电报局信差送

来一批欧洲发来的新闻电，一算电报费用要大洋

６００元。从当时报馆的经济情况而论，无法偿付这
笔巨款，但不付钱就拿不到电报，只好动员全报馆

每个人的力量，多方设法筹措，才勉强付款。”［９］由

于《民立报》在外电翻译方面不惜代价，当时上海的

一些报纸，还向《民立报》购买国际新闻电稿。在重

视国际新闻报道方面，于右任想了很多办法，一是

拓宽新闻渠道来源，在日本、英国、法国等国聘请通

讯员，能方便及时地采发国际新闻；二是他不为成

见所囿，重视“列强敌国”的信息采集，加强了对

“日本”等国家的新闻报道工作，这点尤为难能可

贵。如在东京他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担任通讯员，

对日本的新闻进行采集和翻译日报的工作。

３．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于右任是同盟会
员，其所创办的报纸，是革命党的机关报，但他在办

报过程中，非常重视报纸的经济属性。他以股份制

形式筹措资金，却不接受官股和外股，党报却以“社

会事业”和“股份公司”的面目出现，显示出于右任

对现代报业的理解与认识。重视报纸广告和发行

工作，采取多种形式招揽广告和提高报纸发行量。

在报纸上辟有各种商务专栏，逐日编发“本埠各行

物价表”，加强经济方面的信息传播。在于右任的

报纸上，上海地区有关金融、贸易、货运、税收和企

事业开创关停动态得到了详细报道，介绍国内外有

关经济商务的发展情况，发表有关国内工业发展及

兴办铁路的评论，由此可以看到他对经济信息和报

道的高度重视。

４．丰富多样的专栏形式。社评是报纸的重要
内容。于右任所主持的四份报纸，社评能“紧密配

合革命形势，为革命党张目摇旗”。［１０］同时，社评的

形式也丰富多样，有短评，也有时评，多以针对当时

的时局发表评论，有时甚至采用编者按的做法，以

引起读者对报道内容的关注。开辟了各种评论专

栏，如设有诗文评论专栏，刊发大量诗文，于右任本

人也经常为报纸写诗立文，如他创作的《元宝歌》，

以此来揭露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无能，关心老百姓的

疾苦；设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剧专栏，还有各

种商务专栏评论，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借助诗

歌、图画辅之以评论。于右任认为，在特定的形势

下，某些言论不能直切表达，这时运用传统的诗文

讽喻手法，普通民众更能心领神会，收到更好的传

播效果。此外，他还在报上特别开辟画页专栏，“画

身以讽刺画与小说画为主”，较之以赤裸的铺陈直

叙，它更为生动、精彩、富有特色。

在于右任的生命历程中，他办报的时间并不

长，从１９０７年创办《神州日报》始，到１９１３年因《民
立报》停刊离开报业，前后约７年，却是于右任一生
中最难忘也最使人怀念的岁月。于右任以报人和

党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报坛上。其时

人心思变，革命思潮涌动于中华大地，于右任以他

的激扬蹈厉的文字，鼓吹反满革命思想，为其赢得

了“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的盛名。寻其原

因，在主办者的主观原因之外，或许客观的时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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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更值得我们注意。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１日，鲁迅在上
海暨南大学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中，认

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是发

展变化的：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

“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

现状的同一。”新闻作为社会的望者和清道夫，其

根本任务就在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引起“疗救”

的注意。在“新闻”的骨子里，永远都保持着对现存

秩序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理想主义精神。因此，在

革命时代，革命家往往充分利用传媒的激进姿态，

挑动底层民众对现存社会的不满情绪，以赢得民众

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以为革命奠定群众基础和道义

合法性。于右任能以一支笔摇动那个时代，正是新

闻人和革命家的蜜月时期。革命助传媒以烈火，传

媒助革命以狂风，报纸一纸风行，革命遂成星火燎

原之势。但在革命之后，革命与文艺之间的同一性

就丧失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得很

明确，革命家的目的就在于夺权，权力到手，大功告

成。此时革命者成了新贵，是新政权的统治者。文

艺家和革命家的蜜月期即告结束；革命文艺家与革

命家从此就分道扬镳了。今后的使命是“政治想维

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

离”，二者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所以，政治家要求

文艺家维持现存秩序———“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

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或是割掉他

们的头。”革命成功后掌权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

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他

们看来，传媒的功能在于它是统治者行使教化的工

具，能为政府营造舆论支持。政府扶持与保护传

媒，其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经由各种

手段和机构对整个社会进行特定指向的政治社会

化，目的是通过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而使特定的政

治意识内化为其公民的自觉的行为规范，从而营造

出一种适合于维系和巩固其自身统治的政治文化。

民国建立之后，于右任在《答某君书》中，就敏

锐地发现了新闻与革命的时代关系。他指出，以前

在革命时代大骂满清政府的言论只是一种策略，革

命时代当以破坏自任，但在建设时代，当以建设自

任。因此，“报馆立言，当有时代，此中作用全在新

闻记者之识力、学力。当放开时放开，当收束时收

束，不迎合社会不可，不策进社会不可，不矫正社会

亦不可。”［１］２４１在革命时代，是放开的时代，是迎合

群众的时代，是革命家和新闻人携手共进的时代；

而在革命后的时代，则是“收束”群众的时代，是

“矫正”群众的时代，是革命家和记者开始分道扬镳

的时代。民国之后，于右任离开记者岗位，开始从

政生涯，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这个职位

与于右任曾经鼓吹过的传媒应该监督政府很相匹

配，但于却鲜有建树，而是以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

和书法家的身份成为国民政府的点缀与花瓶。在

革命时代高唱“自由”“民主”痛斥清政府专制黑暗

的国民党开始努力重建其“一个党”“一个主义”和

“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那些老法子———禁邮、闭

馆、逮捕报人、暗杀———重新采用起来，历史旧剧重

新上演。民元之后，政党为了各自之私利而勾心斗

角，利用报纸互相攻讦与倾轧，目睹此种情状，于右

任痛心疾首：“报纸乎？政党乎？天下许多罪恶假

汝之名以行，吾为中华民国哭！吾为中华民国

哭！”［１］２４１这句话里，为我们讲述了在“革命”“人

民”等宏大话语遮蔽之下的历史秘密：革命并没有

为历史提供更多的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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